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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东北亚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对该区域分工协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的背景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基础，存在哪些问题，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意图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出简要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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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东北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尤为引人注目。（1）伴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中国加入WTO，必将进一步促进这一区域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代表，东北亚各国和地区正在加快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新的产业分工协作格局正在酝酿和形成中，这必将促进彼此间分工协作的日益紧密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作为本地区唯一一个发达国家的日本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尽管日本经济已在低迷中徘徊十年有余，但以其目前的经济规模和它所具有的资金、技术和研究开发方面的实力，仍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日本经济结构调整的走向，必然会对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使我国能在新的一轮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不仅要对东北亚的经济地位以及贸易和投资发展现状做出客观评价，同时还要对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及其针对东北亚的战略意图进行分析，以此作为我国制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和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

二、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背景分析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ASEAN（主要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4国，下同）经济回升缓慢，增长乏力。与其不同的是，同样经历了危机的韩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却以信息产业为中心，使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始于2001年的美国经济减速对东亚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日益成为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贸易发展来看，2000年我国出口总额（2751亿美元）与ASEAN（ 2756亿美元）基本持平，从1992年到2000年，我国的出口贸易在东亚区域内的比重由18%提高到24%，与ASEAN并驾齐驱；进口贸易则由17%提高到24%，已追赶上了ASEAN。（2）从贸易流向来看，作为日本的出口市场，2000年ASEAN   （457亿美元）仍占较大比重，但我国（307亿美元）已与之缩小了差距；而作为日本的进口市场，2000年我国（429亿美元）已与ASEAN（436亿美元）持平，如果将韩国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计算在内，对日本来讲，东北亚各国和地区无论在出口（约1200亿美元）还是进口（约950亿美元）方面都远远超过了ASEAN。从日本技术出口的地区结构来看，1997年对东北亚的技术出口额已与ASEAN大体相当，此后，东北亚逐渐占据了优势。（3）从投资来看，在吸引外资规模方面，目前中国已大大超过了ASEAN。作为日本的投资市场，对ASEAN的直接投资依然保持较高的累计额，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日本对其投资开始急剧下降，相反，2000年以后日本对我国及我国香港和台湾投资开始快速增长，其中对我国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又有相当一部分转变成对我国大陆的再投资，再加上韩国采取的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使得2000年日本对东北亚整体的直接投资已超过ASEAN。（4） 

这种贸易和投资格局的改变，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ASEAN所面临的问题直接相关，较高的失业率，收入差距的扩大，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ASEAN自由贸易区计划实施缓慢等，都一定程度影响了它对外部的吸引力。尽管ASEAN各国货币贬值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压力，但由于外资的大量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市场潜力的充分发挥，使我国以沿海地带为龙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关注，必然在投资和贸易方面对我国香港和台湾带来积极的影响。贸易和投资是产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上述发展状况和趋势，实际反映了东北亚产业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影响的扩大，使日本不得不将分工协作重点逐渐由ASEAN向东北亚转移。

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特性来看，最为明显是具有较为完备的产业基础。与ASEAN加工贸易型产业基础不同，在冷战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在实行开放战略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出于安全保障方面的需要，各国和地区都比较重视经济上的自立，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分别形成了较为完整和配套的产业体系。这一特点首先使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在进口方面对本区域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弱，日本的进口主要集中在生活资料方面，其它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方面，而且有相当比重是从欧美各国进口的，在我国的进口方面，韩国和我国台湾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不同，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的出口主导倾向则较为明显。其次，完整配套的产业体系还使各国和地区的当地企业具有较大的控制力，这就相对降低了外资企业特别是日资企业的影响力，尽管我国和韩国都大力鼓励外资进入，但在经营上握有实际控制权的外资企业并不多见，日资企业主要采取的是委托生产加工和技术合作方式，特别是在重化工业方面，与日资企业在ASEAN所发挥的主导作用相比，在我国和韩国只能发挥辅助性作用。另外，不容忽视的是，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不仅有着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在人力资源方面与ASEAN相比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如90年代中期，韩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已接近7成，每100万人中拥有的科技人员数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较低，但在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和单位人口中科技人员数量方面，其水平都大大超过了SAEAN。（5）由此可以认为，与ASEAN相比，在区域分工协作方面，东北亚各国和地区无论在产业基础条件方面，还是在劳动力、人力资源方面，其合作潜力都要大大超过ASEAN各国，因而东亚经济重心向东北亚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三、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的基础及其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日本与ASEAN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特征，而在东北亚所面对的是各国和地区较为完整和配套的产业结构，因而缺乏与ASEAN之间那样的互补性。从日本、韩国和我国的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比率来看，90年代中期分别为9成、7成和4成，到90年代末期，日本没有发生变化，而后两者分别上升了5和10个百分点，同期，我国电器和电子产品出口比重由13%上升到26%。当然，我国在轻工业产品、韩国在一般机械和电子产品，日本在精密机械、仪器和汽车方面分别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从金属、化工和电器电子3部门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来看，几乎都在4到5成之间。（6）从相关性来看，伴随韩国和我国台湾半导体和计算机出口的增加，直接导致日本相应产品出口的减少，同样，我国家用电器出口的增加也导致韩国相应产品出口的减少。由此可以看出，东北亚产业分工协作模式必然是建立在一种多层次的水平分工基础之上的。

从支撑这种多层次水平分工协作的基础来看，东北亚各国和地区明显地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日本、韩国和我国分别于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从消费形态变化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韩国和我国分别于70、80和90年代相继出现了日常消费减少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增加和普及的倾向；从人口及年龄的变化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日本人口增长率较低，老龄化倾向已较为明显，韩国大约将在2005年前后进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期，而我国也将在10至15年后出现明显的老龄化问题；从产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方式来看，所用时间都较短，如在彩色电视机的普及上，日本，韩国和我国城镇分别用了5年、4年和7年；另外三国都较快形成了以中等收入阶层为核心的消费结构。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在上述几方面存在的共性和个性，共同决定了在这一区域实行多层次水平分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信息产业为例，东北亚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已初见成效。如在移动通讯和信息传输方面，日本，韩国及我国香港和台湾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在世界名列前茅，我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讯市场，各国和地区的因特网利用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在信息相关产品的生产方面，由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之间所进行的多层次的分工协作，再加上欧美企业和资金的大量进入，使之迅速形成生产规模的同时，还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又如，由于我国及我国香港和台湾拥有共同的语言环境，丰富的信息内容和广阔的用户市场，使软件业发展迅速，软件开发和利用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一优势是ASEAN各国所不具备的。实际上，由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渊源，在日本和韩国之间，以及日韩与我国大陆和港台之间所形成的信息市场规模及潜力相当巨大，低成本的硬件和丰富的软件产品的相互结合，带动了该地区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使东北亚可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信息和利益共享的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共性和多层次性，以及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将推动东北亚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相互融合。

应该说，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的上述特征，只是为该区域分工协作提供了可能性，要想使其变为现实，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首先，共同的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相似的产业基础，较高的制造业出口依存率，都对本地区市场开放提出新的要求，但日本和韩国在传统的产业组织和流通领域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限制性因素，我国刚刚加入WTO，市场开放也需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需要通过各自的结构调整创造一种新的市场开放和竞争合作环境。第二，为推动区域内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企业间在投资、生产和技术方面的合作，需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提高彼此间的市场结合度，为此还要在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修订，电子商务的运用，贸易和投资的结算等方面做进一步努力，并缔结涉及领域广泛的多边协定。第三，信息产业可能成为今后东北亚区域内水平分工的代表性领域，其合作的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而且还有赖于技术标准的一致化程度，因而需要加强各国和地区在相关产业和产品标准方面的合作。第四，东北亚各国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加强，必然使技术转移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为使这一进程健康发展，一方面需要放宽技术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还要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加大力度。第五，为使东北亚各国和地区间文化上的紧密性和空间上的接近性这一潜在优势充分发挥，需要继续拓宽协作的渠道和领域，并通过适当的产业集中和合理配置，提升协作的层次和水平。最后，资金和物的流动，必然对人的流动产生影响，由于发展的多层次性，使本区域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为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各国和地区要进一步放宽在人员流动和交流方面的限制。

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在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中的意图                        

2000年3月发表的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报告”，对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调整后各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展望，其调整重点主要包括如下4大领域：其一是传统制造业的系统化，主要是指将信息技术融入家用电器、钢铁、机械制造等产业，同时还包括海洋、航空和宇航等新兴领域；其二是向“感性型软产业”倾斜，其中包括计算机软件、度假和时装等产业；其三是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产业，包括食品、住宅、医疗和护理等产业；其四是与环境保护和改善以及废物再利用相关的产业。以1998年为基准，到2025年上述4领域的产值将由93兆日元增加为264～291兆日元，其中，老龄化相关产业将由39兆日元增加为112～115兆日元；“感性型软产业”将由31兆日元增加为49～73兆日元；环境产业将由15兆日元增加为60兆日元，信息家用电器由3兆日元增加为28兆日元。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向主要是由传统产业技术向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技术发展，由硬件技术向软件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将呈现出日益软化的倾向。由于上述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质，因而今后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主要是以内需为主导的。

客观地讲，目前日本在生产、技术、市场以及资金和人力资源方面仍然具有较为雄厚的基础，也是东北亚唯一有能力实施内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家。但在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这种内在能力如果缺少周边国家地和区紧密合作的外在条件，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而，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就是东北亚各国和地区间加强分工协作的过程，同时也是本地区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具体来讲，随着日本产业结构逐渐趋向软化和高级化，必将加速其传统产业向东北亚转移的步伐。日本将在精密机械制造、集成电路、数字照相机、车载通讯设备、计算机设计与制造等广泛领域降低国内生产的比重，并重点转向韩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其中一部分也将转移至我国。此外，我国除在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外，在通用机械、钢铁、石油化工、造船、汽车、半导体、一般家用电器等领域的生产份额还将不断增加。如前所述，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将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水平分工格局，这必将促进区域内分工协作关系更加紧密化，进而加快该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日本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能在客观上促进东北亚区域范围内分工协作的发展，进而推动各国和地区经济的增长，提高该区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从日本自身的意图来看，主要是想继续维持其在东北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具体来说，日本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在东北亚形成新的分工格局，会为其带来如下一些利益：首先，能够适应市场的迅速变化。以往，日本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主要采取的是委托加工的协作方式，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要求各个市场之间在研究开发、设计和生产等方面尽可能建立统一的标准，并进行紧密的分工协作。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就必须把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纳入到自己的分工体系中来，以对应市场迅速变化的需要。其次，能够分散风险。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需要支出较多的调查和研究成本，因而存在较大的风险，如果能在统一的标准下，就不同层次的产品进行分散设计、加工和生产，就会大大降低风险。日本要想充分发挥自身在研究开发和设计方面的优势，就必须充分利用东北亚 区域内水平分工的特点，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再次，能够诱发新的技术出口和新的投资。随着传统产业的转移和产品进出口的增加，必然伴随着技术的大量输出和新的投资机会，并使其丰富的金融资产得以充分地利用。考虑到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在经济基础方面的相似性，随着区域内分工协作的紧密化和市场的一体化，必然增加对产业技术、商业和服务技术的需求，会进一步创造更多的投资和技术出口机会，使产品、技术和服务之间产生一种乘数效果。最后，从更宽的视野来看，日本也想以产业分工协作为跳板，进而在服务领域以及其它领域扩大合作范围，如实现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人才交流的自由化，高效率资金结算体系的建立，以及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等，这些都有利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实施。

随着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分工协作的紧密化，日本始终希望能在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中掌握主导权，但随着区域内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追赶，特别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其结论应该是否定的。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使经济结构调整缺乏明确的方向性，产业信息化帷幕虽已拉开，但如何具体实施调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国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想要在水平分工体系中掌握主导权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日本是本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但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是一种多元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对日本经济的依存有限，再加上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也使日本在本地区缺乏应有的发言权。另外，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在区域分工协作问题上各自所关心的焦点也存在差异，日本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关心的是产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日元地位等问题；韩国除了重视对日贸易赤子问题外，仍然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结构调整方面，中韩经济合作的加强也会一定程度分散对日的注意力；我国加入WTO 后，在对内对外方面都面临着重大调整，加上我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多元化选择，因而也很难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日本身上；再考虑到日本本身的种种弱点，以及我国和韩国对日本缺乏信任感，都使日本难以在东北亚分工协作中掌握主导权。

五、问题的归结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在经济上的追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其必须实施的产业结构调整等，都预示着东北亚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内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以及彼此间在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一些共同特点，决定了东北亚各国和地区间必然要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和水平的分工协作格局。不容否认，日本作为该区域唯一的发达国家，理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日本在地区分工协作上的保守态度，以及近来日本经济的诸多不良表现，使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对日本缺乏足够的信任感，使其难以在今后的分工协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另外，在分工协作的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和障碍需要解决和逾越，尽管如此，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的不断深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不仅会推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而且会大大改变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本区域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寻找到新的增长点，进而提高东北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伴随着我国加入WTO，其经济必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容入本地区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去，并以其自身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资金和技术吸收能力，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在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必须要对该区域内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做出基本估计，并明确各自的调整意图，以制定我国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战略，构建起一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东北亚分工协作体系。

注释：


（1） 从对东北亚区域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来考虑，本文所提及的东北亚主要是指日本、中国、韩国及中国香港和台湾。


（2） 参见［日］《日本贸易振兴会年度统计报告》相关年期。


（3） ［日］伊藤元重：《日中经济关系的经济分析》，东洋经济新报社，2003年3月版第89、95页。


（4） 同（3）。


（5） 参见《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相关年期。


（6） 韩国银行《调查统计月报》2001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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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grows at top speed, which enable Northeast Asia become the focus that the world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day by day. As the developed country, Japan's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ill inevitably exert an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labor of this area. After the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Besides Japan, economy of countries and areas of Northeast Asian has got the quicker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trade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have changed, which are drawn by trade and investment. Countries and areas of Northeast Asian possess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sharing the di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labor, but they have to face a great deal of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only developed country of Northeast Asia, Japan is advanc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ctively to strive to grasp leading right of the division and coordination of labor of this area in the future, But the reality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prove that the attempt of Japan is fu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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